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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利他性惩罚是指个体自行承担成本来惩罚违规者的行为，它受到社会阶层的影响。研究 1 利用 2013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发现阶层显著正向预测利他性惩罚。研究 2（N = 450）基于真实生活事件的调查

表明，惩罚成本调节了阶层对惩罚的影响：在成本较高的直接惩罚中，阶层正向预测惩罚；而在成本较低

的间接惩罚中，这种作用不再显著。研究 3（N = 232）通过操纵阶层与成本进一步证实惩罚成本的调节作

用：高阶层者比低阶层者更有可能做出利他性惩罚，但两者的差距在高成本条件下更突出。研究 4（N = 125）

综合考察了阶层影响惩罚的心理机制，多层线性分析显示：惩罚成本较低时，阶层通过公正世界信念来间

接影响惩罚，而成本较高时，阶层直接正向影响了惩罚。上述结果意味着利他性惩罚受到个体社会阶层的

影响，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在利他性惩罚中基于成本-收益的策略性考虑并非完全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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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利他性惩罚（altruistic punishment）是 Fehr 和 Gächter（2002）用来解释人类非亲缘个体

间大规模合作的一个重要概念。在这类惩罚中，惩罚者承担成本来惩罚违反社会规范的个体，

但这并不会给惩罚者带来直接利益。利他性惩罚具有三个特征：1）惩罚者自行承担惩罚成

本；2）惩罚给违规者造成了损失；3）惩罚维系了社会规范（李佳等, 2012）。利他性惩罚对

合作的促进作用得到了大量研究的支持（Balliet et al., 2011）。利他性惩罚的研究多在实验室

环境下展开，而为了得出清晰可靠的因果结论，参与实验的被试往往是同质的、原子化的个

体（Gowdy, 2004; Manner & Gowdy, 2010）。但个体并不是生活在真空中的原子，恰恰相反，

个体的先天遗传和后天生活经历导致个体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其中一个重要差异是源于阶层

的差异（杨沈龙等, 印刷中）。陈云松和范晓光（2016）指出，大部分人都具有阶层意识，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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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倾向于将自身定位于某个阶层中来认知和行动，而来自不同国家的研究者指出当代社会的

结构越来越表现为阶层化（李路路, 2012; Law & Law, 2006），即不同的个体分属不同社会阶

层，且阶层边界越来越清晰。近年来全球范围内贫富差距的急速扩大更是强化了这种趋势，

贫富差距导致人们更加倾向于使用阶层这个维度进行社会归类和认同，并表现出基于特定阶

层的认知与行为模式（Tanjitpiyanond et al, 2022）。因此，一个富有意义但在惩罚领域尚未受

到足够关注的问题是：社会阶层如何影响利他性惩罚？本文通过四个研究较为完整地考察了

这一问题，并给出了初步的答案。将社会阶层引入利他性惩罚一方面可以拓展社会阶层的研

究领域，从而丰富社会阶层这一概念的理论内涵；另一方面则可以更好地理解源于阶层的个

体差异如何影响了利他性惩罚，从而提升惩罚研究的生态效度。 

1.1 社会阶层的社会认知理论 

基于社会认知的视角，社会阶层通常被定义为在社会层次结构中处于不同地位的群体，

这些群体占有不同的社会资源并表现出不同的自我概念与社会认知（Kraus et al., 2012）。社

会阶层可以通过社会资源的客观占有来评定，如收入、教育和职业（Stephens et al., 2014）；

也可以通过自我估计来评定（Christie & Barling, 2009），前者被称为客观社会阶层（objective 

social class）或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而后者被称为主观社会阶层（subjective 

social class）（胡小勇等, 2014）。社会阶层对个体的方方面面产生了重要影响（胡小勇等, 2014; 

Kraus et al., 2010; Stephens et al., 2014），如自我概念：低/高阶层者分别发展出互依（communal 

self-concept）或独立的自我概念（agentic self-concept）（Stephens et al., 2011）；社会知觉：知

觉他人时，高低阶层者均觉得温暖（warmth）比能力（competence）更重要，但这一效应在

低阶层者中更明显；而知觉自身时，低阶层者赋予了温暖更高的重要性，而高阶层者刚好相

反（韦庆旺等, 2018）；人际关系：高阶层者偏好交换的人际关系（exchange relationship），而

互依的人际关系（communal relationship）则受到低阶层者的青睐（Kraus & Keltner, 2009）；

身心健康：相比高阶层者，低阶层者更易受到身心疾病的困扰，并且死亡率也更高（Elo, 2009）；

利他行为：相较于高阶层者，低阶层者更愿意实施利他行为（Piff et al., 2010; Piff et al., 2012; 

Piff & Robinson, 2017; Stellar et al., 2012），尽管有研究者指出这一效应受到诸多因素的调节，

包括被试年龄（Benenson et al., 2007）、行为对象（Kuang et al., 2021）、行为是否公开（Kraus 

& Callaghan, 2016）、群体内的不平等是否突出（Côté et al., 2015）以及利他行为的类型（Penner, 

2005）等。上述文献回顾表明社会阶层会影响人们的自我概念、人际关系以及包括利他行为

在内的种种现象，而鉴于利他性惩罚属于利他行为的一种，我们推测利他性惩罚同样受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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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阶层的影响，但遗憾的是，目前尚无研究系统地探索两者间的关系，为弥补这一空白，本

文拟从社会阶层这一新视角来检验利他性惩罚在人群中的分布、心理机制与影响因素。 

1.2 社会阶层对利他性惩罚的影响：基于资源与动机因素 

尽管尚无研究系统地考察社会阶层对利他性惩罚的影响，但有若干间接证据可以帮助我

们推测两者间的关系。从客观条件来讲，利他性惩罚作为一种高成本信号（costly signal）本

身需要惩罚者承担相当的代价（Jordan et al., 2016a; Nelissen, 2008），而高低阶层之间的重要

差别即是对社会资源占有的不同（Stephens et al., 2014），高阶层拥有更多的资源，因此在其

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测高阶层者更有条件做出利他性惩罚。其次，来自

公正动机（justice motive）的研究也显示，高阶层者拥有更高的公正世界信念（belief in a just 

world, BJW）（Furnham & Procter, 1989），而公正世界信念可以正向预测个体的惩罚态度

（Bègue & Bastounis, 2003）或惩罚行为（杨莎莎, 陈思静, 2022），因此从动机上来讲，高阶

层者似乎也更有可能来惩罚违规者。此外，也存在一些实验证据来支持上述推测，如 Ding

等（2017）的最后通牒博弈实验显示，富裕的被试更容易拒绝不公平的分配方案，而最后通

牒博弈中的拒绝行为通常被认为是一种利他性惩罚，因为个体通过付出成本减少了违规者的

收益，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公平规范（李佳等, 2012）。基于上述证据，我们提出第一个研

究假设： 

假设 1：社会阶层正向预测利他性惩罚：个体的阶层越高，越有可能做出利他性惩罚。 

1.3 惩罚成本与公正世界信念的视角：一个条件过程模型 

 从经济学视角出发的惩罚研究往往关注基于成本-收益的策略性考虑在利他性惩罚中的

作用，如范良聪等（2013）以及陈世平和薄欣（2016）发现，利他性惩罚同样遵循经济学中

的需求曲线，即商品价格（惩罚成本）越高，需求量（惩罚行为）越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利他性惩罚似乎和普通商品的购买行为并无二致。陈思静等（2020）的研究也显示，变更惩

罚成本的形式并不会影响上述结论，只会导致惩罚与成本之间的关系从一条需求曲线转向另

一条需求曲线。总的来说，随着惩罚成本的上升，惩罚频率或强度总体趋于下降（Aharoni et 

al., 2019; Anderson & Putterman, 2006）。上述发现说明基于成本-收益的策略性动机在利他性

惩罚中确实存在。更为重要的是，不同社会阶层的个体拥有不同的资源（Drentea, 2000; Oakes 

& Rossi, 2003），这导致他们对成本的敏感性也有所不同（Paulsen & John, 2002），高阶层对

成本的敏感性更低，因此，尽管惩罚成本的升高对高低阶层的惩罚行为均有抑制作用，但这

种抑制作用对低阶层应该更为明显。由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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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2：惩罚成本调节了社会阶层对利他性惩罚的影响：总体上高阶层者比低阶层者更

有可能做出利他性惩罚，但两者的差距在高成本条件下更突出。 

 不同于基于成本-收益的研究，基于惩罚动机的研究证实了利他性惩罚中存在非策略性

动机，因为利他性惩罚在一定程度上由公平原则驱动，这意味着被试在实施利他性惩罚时很

可能是为了维护某种内心的信念（Falk et al., 2015）。有研究者运用 Lerner（1965）的公正世

界信念来解释上述发现：个体需要相信自己所生活的世界是公平的，因此愿意付出代价来惩

罚破坏公正世界的违规者（Strelan et al., 2017）。此外，Furnham 和 Procter（1989）发现，社

会阶层与公正世界信念之间存在正相关，而公正世界信念又可以正向预测个体的惩罚态度

（Bègue & Bastounis, 2003）或惩罚行为（杨莎莎, 陈思静, 2022），且有证据表明公正世界信

念中介了社会阶层与网络利他行为之间的关系（郑显亮等, 2021），我们推测在社会阶层与利

他性惩罚之间公正世界信念也起到类似的作用。需要说明的是，公正世界信念包括个人公正

世界信念（personal belief in a just world）和一般公正世界信念（general belief in a just world）

（Wu et al., 2011），并且后者通常和个人的惩罚态度（Bègue & Bastounis, 2003）或惩罚行为

有密切关联（杨莎莎, 陈思静, 2022），因此本文主要考察一般公正世界信念的中介作用（为

方便行文，如无特别说明，后文中公正世界信念均指一般公正世界信念）。由此提出最后一

个假设： 

假设 3：一般公正世界信念中介了社会阶层与利他性惩罚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社会

阶层正向预测一般公正世界信念水平，而后者又进一步正向影响了利他性惩罚。 

最后，我们结合惩罚成本和惩罚动机内外两种视角，在检验假设 3 的基础上通过引入惩

罚成本这一调节变量，提出了一个社会阶层影响利他性惩罚的条件过程模型（图 1），这样

做有两个目的：1）综合考察社会阶层影响利他性惩罚的心理机制与边界条件，可以为本文

的研究主题提出一个初步的解释框架；2）通过检验该模型，我们也可为理解利他性惩罚中

策略性动机和非策略性动机的关系提供一种新的思路。需要说明的是，社会阶层包括客观社

会阶层和主观社会阶层，且有研究者发现两者之间存在中等程度的相关（Adler et al., 2000），

对个体具有独立的影响（Manstead, 2018），同时有研究表明后者比前者能更好地预测个体的

行为（Cohen et al., 2008; Wolff et al., 2010），因此，本文一方面同时考察客观阶层与主观阶

层对利他性惩罚的影响：参考以往研究（e.g., Kraus & Tan, 2015），我们选用收入和教育作为

客观阶层的两个指标；另一方面，本文在讨论结果时，主要关注主观阶层对利他性惩罚的影

响，如无特殊说明，本文中社会阶层均指主观社会阶层。除有特别说明，本文数据分析均通

过 SPSS 25.0 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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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社会阶层影响利他性惩罚的条件过程模型 

 

2 研究 1 

2.1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取 

 研究 1 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2013）（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 

2015）检验了社会阶层与利他性惩罚之间的关系，我们选取了以下变量来验证假设 1。 

主观社会阶层 在研究 1 中，预测变量为主观社会阶层。我们选择了被试对题项 A43a 的

回答作为主观社会阶层的指标。在该题项中，作者采用了 Adler 等（2000）所开发的方法，

向被试展示了共含有 10 个层次的阶梯，10 代表社会最高层，而 1 代表社会最底层，被试从

1~10 中选择一个整数来代表自己所处的阶层，而回答为“−3=拒绝回答；−2=不知道；−1=不

适用”的被试则被排除。 

 利他性惩罚 在研究 1 中结果变量为被试的利他性惩罚。CSSS2013 中有两个题项和利

他性惩罚有关，分别为举报社会问题（D13：如果您所在的单位有一项举措可以提高集体福

利并使您个人得到利益，但会造成环境污染或社会公害，您会举报吗？−3=拒绝回答；−2=不

知道；−1=不适用；1=会；2=不会）和反抗上司不端行为（D23：假设您的上司或老板是外

国人，如果他侮辱了中国，但抗争会产生不利于自己的后果，您会选择：−3=拒绝回答；−2=

不知道；−1=不适用；1=当面抗议；2=保持沉默；3=暗地里报复；4=以屈求伸，背后骂几句

就行了；5=无所谓）。基于 Molho 等（2020）方法，将上述两题的选项转换为二分变量：1）

对于举报社会问题，我们排除了回答为−3、−2 或−1 的被试，并给阴性事件赋予了较低的值，

因此转换后结果为：0=不会，1=会。2）对于反抗上司不端行为，同样排除了回答为−3、−2

或−1 的被试，并将选项 1 和 3 合并为惩罚，赋值 1，选项 2、4 和 5 合并为不惩罚，赋值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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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制变量 被试的性别（A2：1=男；2=女）、年龄（A3a）、最高教育程度（A7a：1=没有

受过任何教育；13=研究生及以上）和年收入（A8a：您个人去年[2012]全年的总收入是多少？）

为控制变量。在性别题项中回答为“−3=拒绝回答；−2=不知道；−1=不适用”的被试、在教

育题项中回答为“14=其他”以及在收入题项中回答为“9999997=不适用；9999998=不知道；

9999999=拒绝回答”的被试均被排除。由于和其他变量相比收入的绝对数字较大，对收入进

行了对数化处理，函数选择了 ln（1+年收入），因为部分被试报告其年收入为 0。 

 对样本进行上述筛选后，我们最终得到了 4978 份有效数据。被试平均年龄为 48.57 ± 

16.04 岁，女性占比 48.83%。 

2.2 结果与讨论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和相关系数如表 1 所示。 

 

表 1 研究 1 变量描述性统计与相关系数 

变量 M SD 1 2 3 4 5 6 

1 主观社会阶层 4.33 1.67       

2 惩罚 D13 P 惩罚 = 0.57 0.06***      

3 惩罚 D23 P 惩罚 = 0.61 0.05*** 0.29***     

4 性别 P 女性 = 0.49 0.02 −0.06*** −0.09***    

5 教育程度 4.91 3.02 0.21*** 0.02* 0.06*** −0.13***   

6 年龄 48.57 16.04 −0.07*** −0.02 −0.01 −0.04** −0.46***  

7 年收入 8.49 3.30 0.12*** 0.04** 0.06*** −0.26*** 0.47*** −0.03* 

注：惩罚 D13、惩罚 D23 和性别均为二分类变量，故此处呈现占比情况；性别处呈现的是女性在总体样

本中的占比；教育程度为 1 表示没有受过任何教育，13 表示研究生及以上；年收入已经经过对数化处

理；* p < 0.05， ** p < 0.01，*** p < 0.001。 

 

以阶层为预测变量、利他性惩罚（举报社会问题）为结果变量做二元 Logistic 回归（N 

= 4921），模型拟合度良好（χ2(5, 4921) = 38.93, p < 0.001; Hosmer-Lemeshow 检验不显著: p = 

0.597）。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B = −0.003, Wald = 2.80, OR = 1.00, 95% CI [0.99, 1.001], 

p = 0.094）、收入（B = 0.01, Wald = 1.45, OR = 1.01, 95% CI [0.99, 1.03], p = 0.228）和教育程

度（B = −0.01, Wald = 1.55, OR = 0.99, 95% CI [0.97, 1.01], p = 0.214）对利他性惩罚均不显

著；相较于男性被试，女性被试做出利他性惩罚的可能性显著更低（B = −0.24, Wald = 15.61, 

OR = 0.79, 95% CI [0.70, 0.89], p < 0.001），具体而言，在相似情境下女性被试做出利他性惩

罚的可能性比男性被试低 21%；主观社会阶层对利他性惩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B =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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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d = 16.70, OR = 1.08, 95% CI [1.04, 1.11], p < 0.001），具体而言，被试的主观社会阶层每

上升一个等级，做出利他性惩罚的可能就上升 8%。 

 接着，仍然以主观社会阶层为预测变量，反抗上司不端行为这一利他性惩罚为结果变量

做二元 Logistic 回归（N = 4864），模型拟合度良好（χ2(5, 4864) = 70.46, p < 0.001; Hosmer-

Lemeshow 检验不显著: p = 0.056）。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B = 0.001, Wald = 0.10, OR = 

1.00, 95% CI [0.997, 1.005], p = 0.747）、收入（B = 0.01, Wald = 1.51, OR = 1.01, 95% CI [0.99, 

1.03], p = 0.219）对利他性惩罚均不显著；教育程度（B = 0.03, Wald = 7.85, OR = 1.03, 95% 

CI [1.01, 1.06], p = 0.005）对利他性惩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被试的学历每上升一个等级，

做出利他性惩罚的可能就上升了 3%；女性被试做出利他性惩罚的可能性比男性低 30%（B 

= −0.35, Wald = 32.53, OR = 0.70, 95% CI [0.62, 0.79], p < 0.001）；主观社会阶层对利他性惩罚

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B = 0.05, Wald = 8.74, OR = 1.06, 95% CI [1.02, 1.09], p = 0.003），阶层

每上升一个等级，被试做出利他性惩罚的可能就上升 6%。 

 研究 1 的结果支持了假设 1：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主观社会阶层正向预测了被试

的利他性惩罚，这一关系对举报社会问题和反抗上司不端行为这两种情境均成立。这一发现

也有助于比较客观社会阶层和主观社会阶层对行为的影响。收入和教育程度通常被认为是反

映个体客观社会阶层的两个重要指标（王艳丽等, 2017; Stephens et al., 2014），但在举报情境

中这两个变量对利他性惩罚的影响均不显著，而在反抗上司情境中，仅教育的影响显著；而

主观社会阶层在两种情境下均能较好地预测被试的惩罚行为，这从侧面回应了以往研究者的

结论：客观社会阶层与主观社会阶层对个体行为的影响是相互独立的（Manstead, 2018），并

且后者是比前者更好的预测指标（Cohen et al., 2008; Wolff et al., 2010）。 

 

3 研究 2 

 研究 1 表明阶层正向影响了利他性惩罚，对于该现象的一种解释是不同阶层具有不同

的成本敏感性（Paulsen & John, 2002）。如果这一解释成立，那么我们可以预测在高成本的

惩罚中，阶层对惩罚的预测作用显著，而在低成本的惩罚中，这一预测作用可能就不复存在，

因为在低成本条件下，不同阶层的成本敏感性差异可能无法得到充分体现。研究2根据Molho

等（2020）的建议，将利他性惩罚区分为直接惩罚与间接惩罚，前者包括肢体对抗和言语指

责，而后者包括流言（gossip）和社交回避（social avoidance）。虽然直接惩罚和间接惩罚所

直观体现的是惩罚形式的差异，但两者之间的成本差异得到了许多研究者的认可（Arch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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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yne, 2005; Balafoutas et al., 2014; Molho et al., 2020），即直接惩罚体现为高成本惩罚，而间

接惩罚更像是一种低成本惩罚。根据上述区分，我们推测在直接惩罚中阶层的预测作用显著，

而在间接惩罚中不显著。 

3.1 被试 

我们通过在线平台“Credamo 见数”向全国共投放了 500 份问卷，首先要求被试回忆过

去一个月里所亲眼目睹的一件最严重的违规事件，并强调该事件对被试并没有发生直接影

响，而是对其他人产生了负面影响。被试需要用 3~5 句话简要描述该违规事件，包括时间、

地点和情节等，然后回答有关问题。要求报告描述违规事件是因为这样可以判断被试是否准

确理解了利他性惩罚，从而避免将错误数据纳入分析。事实上，共有 50 人没有报告具体的

违规事件或者所报告事件不属于利他性惩罚，剔除这 50 份数据后共得到有效问卷 450 份，

有效回收率为 90.00%。被试平均年龄 M = 30.21 ± 5.73 岁，女性占 61.33%。 

3.2 变量与研究工具 

主观社会阶层 研究 2 中预测变量为主观社会阶层，测量同研究 1。 

利他性惩罚 结果变量为利他性惩罚，在研究 2 中被区分为两种形式：直接惩罚和间接

惩罚，各包括两个题项，回答“是”计分为 1，回答“否”计分为 0，两个题项得分相加即

为直接惩罚和间接惩罚的最终分数。题项改编自 Molho 等（2020）的研究，具体如下：发生

违规事件时，您事实上对违规者做出了何种反应？①与违规者发生肢体冲突、②朝违规者大

声吼叫或与他/她争辩、③把违规者的不良行为告诉其他人和④尽量避免与违规者来往。前

两者为直接惩罚的题项，后两者为间接惩罚的题项。 

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包括被试的性别（1=男；2=女）、年龄、收入（1：月收入≤5000；2：

5000<月收入≤10000；3：10000<月收入≤15000；4：月收入>15000）和教育程度（1=初中及

以下；2=高中/中专/职高；3=本科/大专；4=研究生及以上）。 

3.3 结果与讨论 

我们首先检验了共同方法偏差问题。Harman 单因子法检验结果显示：未旋转得到的特

征根大于 1 的因子共有 4 个，未旋转得到的第一个因子的变异量为 20.00%，远低于 40%的

临界标准，且不同变量的测量方式相差甚远，因此可以认为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各

变量的描述统计和相关系数如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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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研究 2 变量描述性统计与相关系数 

变量 M SD 1 2 

1 主观社会阶层 5.45 1.24   

2 直接惩罚行为 0.34 0.54 0.19***  

3 间接惩罚行为 1.72 0.52 0.04 0.13** 

注：N = 450，** p < 0.01，*** p < 0.001。 

 

两个结果变量均由两个二分题项相加而得，很难认为其属于连续变量，对其进行正态性

检验，Kolmogorov-Smirnov 检验结果显示：无论是直接惩罚（p < 0.001）还是间接惩罚（p 

< 0.001）均不符合正态分布，因此统计方法我们采用了有序多分类 Logistic 回归。以直接惩

罚为结果变量，主观社会阶层、年龄、性别、教育和收入为预测变量做有序多分类 Logistic

回归，平行线检验结果说明比例优势假设存在（χ2(5, 450) = 4.22, p = 0.518），满足开展有序

多分类 Logistic 回归的前提条件；Deviance 拟合优度检验显示模型拟合良好（χ2(539, 450) = 

401.28, p = 1.000）；模型拟合优度检验显示本模型优于只包含常数项的模型（χ2(5, 450) = 

29.97, p < 0.001），说明本模型所纳入的预测变量中至少有一个对结果变量产生了显著影响。

具体而言，收入（Wald = 0.12, OR = 1.06, 95% CI [0.77, 1.46], p = 0.727）和教育程度（Wald 

= 0.49, OR = 1.18, 95% CI [0.74, 1.89], p = 0.484）对直接惩罚的影响不显著；就性别而言，尽

管单纯从数字上来看，男性做出惩罚的可能性更高，但差异并未达到显著性水平（Wald = 2.13, 

OR = 1.37, 95% CI [0.90, 2.08], p = 0.144）。与上述变量相反，年龄（Wald = 10.35, OR = 1.06, 

95% CI [1.02, 1.10], p = 0.001）和主观社会阶层（Wald = 8.50, OR = 1.32, 95% CI [1.10, 1.59], 

p = 0.004）对直接惩罚的影响均显著，这意味着被试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对违规行为做出直

接惩罚的可能性就上升了 6%；而阶层每上升一级，被试做出直接惩罚的可能性上升了 32%。 

 接着，以间接惩罚为结果变量，主观社会阶层、年龄、性别、教育和收入为预测变量做

有序多分类 Logistic 回归，平行线检验结果说明比例优势假设存在（χ2(5, 450) = 0.86, p = 

0.973），满足开展有序多分类 Logistic 回归的前提条件；Deviance 拟合优度检验显示模型拟

合良好（χ2(539, 450) = 417.05, p = 1.000）；但模型拟合优度检验显示本模型和只包含常数项

的模型无显著差异（χ2(5, 450) = 6.91, p = 0.228），说明本模型所纳入的预测变量对结果变量

的影响均不显著，具体的分析也验证了这一结论。收入（Wald = 1.44, OR = 1.25, 95% CI [0.87, 

1.78], p = 0.230），教育程度（Wald = 0.08, OR = 1.07, 95% CI [0.65, 1.78], p = 0.781）和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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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d = 1.33, OR = 0.77, 95% CI [0.49, 1.20], p = 0.248）对间接惩罚影响不显著。和直接惩

罚不同，以间接惩罚为结果变量时，年龄（Wald = 2.19, OR = 0.97, 95% CI [0.94, 1.01], p = 

0.139）和主观社会阶层（Wald = 1.14, OR = 1.10, 95% CI [0.92, 1.33], p = 0.286）的影响也不

显著。 

有意思的是，在研究 1 中题项 D23（反抗上司不端行为）中同样包含着直接惩罚（当面

抗议）和间接惩罚（暗地里报复），但在研究 1 中我们未能分开探讨阶层对两种惩罚形式的

影响。和上述步骤一样，我们将当面抗议视为直接惩罚，而将暗地里报复视为间接惩罚，其

余选项视为不惩罚，分别构造了 2 个虚拟变量。以社会阶层为预测变量，直接惩罚为结果变

量进行二元 Logistic 回归，在控制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和年收入的情况下，阶层显著正向

预测了直接惩罚（B = 0.05, Wald = 9.03, OR = 1.06, 95% CI [1.02, 1.09], p = 0.003）。以阶层为

预测变量，间接惩罚为结果变量进行二元 Logistic 回归，在控制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和年

收入的情况下，阶层对间接惩罚无显著影响（B = −0.01, Wald = 0.06, OR = 0.99, 95% CI [0.88, 

1.10], p = 0.809）。这一发现是对研究 2 结果的有益补充，表明研究 2 基于真实生活事件调查

的结果是稳健的。 

 上述结果大体上回应了研究 1 的发现：从总体上讲，包括收入和教育在内的客观社会阶

层并不能很好地预测个体的惩罚行为，大部分时候其影响都不显著；相反，主观社会阶层大

部分时候都是惩罚行为较好的预测指标。研究 2 进一步验证了我们的猜想，即惩罚成本在阶

层影响惩罚行为的过程中确实发挥了一定的作用：阶层不同意味着成本敏感性不同（Paulsen 

& John, 2002），而在间接惩罚这种低成本条件下，这种成本敏感性的差异无法得到有效体现，

因此阶层对惩罚的影响不显著。然而，研究 2 的局限也显而易见：第一，通过问卷所收集的

数据虽然阐明了统计学意义上变量之间的关系，但我们仍然无法确定预测变量与结果变量之

间是否真的存在因果关系；其次，区分直接惩罚和间接惩罚只能从侧面回答惩罚成本的影响，

我们尚缺乏直接的证据；最后，研究 2 还无法回答成本在阶层影响惩罚的过程中具体发挥了

怎样的作用，因此，我们设计了研究 3，通过直接操纵惩罚成本和社会阶层来回应上述问题。 

 

4 研究 3 

 研究 2 通过区分两种惩罚形式证明惩罚成本在阶层影响利他性惩罚的过程中可能起到

了调节作用，研究 3 通过直接操纵被试的主观社会阶层和惩罚成本为上述发现提供直接证

据。需要说明的是，研究 3 通过引入潜在报复这种非支付形式的成本来操纵惩罚成本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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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原因有二：第一，有研究指出日常生活中报复是一种常见的惩罚成本（Engelmann & 

Nikiforakis, 2015）；其次，有研究进一步发现在惩罚成本数量相等的情况下，相比金钱支付，

报复能更显著地抑制被试的惩罚行为（陈思静等, 2020）。 

4.1 被试 

使用软件 G*Power3.1 进行的功效分析（power analysis）显示：取中等效应量 f = 0.25，

显著性水平 α = 0.05，2 × 2 被试间方差分析至少需要 210 名被试才能达到 95%（1 − β）的统

计检验力。实际参与研究 3 的被试为 240 名非心理学专业本科生。被试平均年龄为 20.60 ± 

0.89 岁，女性占 40.52%。实验正式开始前，我们获得了所有被试的知情同意书。 

4.2 设计与变量 

研究 3 为 2（主观社会阶层：低/高）×2（惩罚成本：低/高）被试间设计。主观社会阶

层的操纵基于 Kraus 等（2010）和 Piff 等（2010）的研究，将被试分成高阶层组和低阶层组；

惩罚成本的操纵是通过引入受罚者的潜在报复将被试分成高成本组（有潜在报复）和低成本

组（无潜在报复）。因变量是被试的惩罚行为，即被试在博弈任务中通过自行承担成本所扣

减违规者的代币数。 

4.3 程序 

我们将被试随机分成四组（有 8 人未答对理解性检验题项，最终获得有效被试 232 人：

高阶层高成本组 57 名，高阶层低成本组 57 名，低阶层高成本组 58 名，低阶层低成本组 60

名）。首先，根据 Kraus 等（2010）和 Piff 等（2010）的研究操纵了被试的主观社会阶层：

我们先向被试展示了一幅包含 10 个层级的阶梯图，10 表示社会最顶层而 1 表示最底层；接

着要求被试与位于阶梯最底层（高阶层组）/顶层（低阶层组）的人进行比较，这些人拥有最

少/多的财富、接受了最低/高的教育、从事着最差/好的工作，特别是，我们要求被试考虑一

下自己在收入、教育背景和工作方面与这些人有何不同；然后，我们要求被试想象一下自己

和一个来自社会底层/顶层的人见面了，考虑到自己和这个人之间的阶层差距，自己会如何

跟他/她打招呼？会和他/她说些什么？谈话会如何进行？用 3~5 个句子描述上述内容（不少

于 20 字）；最后要求被试从 1~10 中选择一个整数来代表其认为自己所属的社会阶层。然后，

被试观看 1 轮独裁者博弈，我们对博弈范式做了适当修改以突出分配者的违规程度：甲（分

配者）和乙（接受者）通过共同努力获得了 50 代币的报酬，两人的贡献基本相同，但由甲

来分配这些报酬，乙只能被动接受分配方案。最终甲选择分配给乙 10 代币，而将剩余的 40

代币都留给了自己。被试作为利益无关的第三方，共有 60 个代币，可以支付一定数量的代

币来惩罚甲，规则为：每扣减甲 1 个代币，自己就需要支付 0.25 个代币，实验者要求被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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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0~40 中选择一个数字来表示他/她所希望扣减甲的代币数。在高成本条件下，被试被告知

他们的决策对甲可见，甲在知晓自己被惩罚后有可能报复被试，即甲可能反过来扣减被试同

等的代币；在低成本条件下，被试被告知他们的决策对甲不可见，不会遭到甲的报复。被试

做出惩罚决策后，回答以下问题：在上述情境中，如果您选择扣减甲 20 代币，您认为这个

决策让您付出的成本如何（1=非常低；5=非常高）？被试回答上述问题后，实验者宣布实验

结束，向被试解释实验目的并支付报酬。 

4.4 结果与讨论 

操纵有效性检验结果显示：和低阶层组相比，高阶层组的感知阶层显著更高（t(230) = 

7.01, p < 0.001, d = 0.92, 95% CI [0.93, 1.65]）；和低成本组相比，高成本组的感知惩罚成本也

显著更高（t(230) = 2.64, p = 0.009, d = 0.34, 95% CI [0.07, 0.52]），这意味着我们对社会阶层

和惩罚成本的操纵是有效的。2 × 2 被试间方差分析表明，社会阶层的主效应显著（F(1, 228) 

= 6.96, p = 0.009, 偏 η2 = 0.03），高阶层总体上更有可能惩罚违规者；惩罚成本的主效应显著

（F(1, 228) = 20.09, p < 0.001, 偏 η2 = 0.08），总体上被试在低成本条件下惩罚水平更高；且

两者间的交互作用也显著（F(1, 228) = 4.90, p = 0.028, 偏 η2 = 0.02）。简单效应分析表明（图

2）：一方面，在低成本条件下，高阶层被试（M = 24.93, SE = 1.33）和低阶层被试（M = 24.37, 

SE = 1.30）的惩罚行为无显著差异（F(1, 228) = 0.09, p = 0.763）；而在高成本条件下，相较

于高阶层被试（M = 21.93, SE = 1.33），低阶层被试（M = 15.52, SE = 1.32）的惩罚行为显著

偏低（F(1, 228) = 11.67, p < 0.001）。另一方面，对低阶层被试，高成本下的惩罚显著低于

低成本下的惩罚（F(1, 228) = 22.80, p < 0.001）；但对高阶层被试，两种成本条件下的惩罚水

平并无显著差异（F(1, 228) = 2.53, p = 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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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对惩罚行为的多重比较 

注：图中误差线表示 95% CI, *** p < 0.001 

 

 Piff 等（2010）指出，诱导被试暂时体验较高或较低的社会阶层会激活相应的认知和动

机，而这些认知与动机会产生相应的行为模式。本研究结果为上述观点提供了证据，并在一

定程度上推进了对社会阶层影响惩罚行为的理解。当被试被诱导产生高阶层体验时，他们更

有可能惩罚违规者，而这一效应在高成本条件下尤为明显，因为正如分析结果显示，在低成

本条件下高低阶层的惩罚水平无显著差异，但在高成本条件下，高阶层的惩罚显著高于低阶

层。这为假设 2 提供了明确的实验证据，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研究 2 的结果。研究 2

表明，在成本较低的间接惩罚中，阶层无法有效地预测惩罚行为；而在成本较高的直接惩罚

中，阶层可正向预测惩罚行为；而从本实验结果中也可以看到，总体来说，被试在高成本条

件下的惩罚水平显著更低，这一效应对低阶层者尤为明显，因为低阶层者在高成本条件下的

惩罚水平显著低于低成本条件，而高阶层者在这两种条件下的惩罚水平无显著差异。这表明

不同阶层对成本的敏感性确实有所不同（Paulsen & John, 2002），也就是说，相较于高阶层

者，是否存在报复对低阶层者的影响要大得多。 

 

5 研究 4 

 研究 2 和研究 3 从成本角度考察了外部客观条件在阶层影响利他性惩罚中的影响，在

最后一个研究中，我们从内部主观动机——公正世界信念——来分析利他性惩罚的心理机

制，从而为本文主题提供一个相对完整的解释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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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被试 

使用软件 G*Power3.1 进行的功效分析显示：取中等效应量 f 2= 0.15，显著性水平 α = 

0.05，多元回归分析至少需要 119 名被试才能达到 95%（1 − β）的统计检验力。实际参与研

究 4 的是 125 名社会被试，被试通过在线平台“Credamo 见数”招募。被试平均年龄 M = 

30.19 ± 7.47 岁，女性占 62.40%。 

5.2 变量与程序 

主观社会阶层 预测变量为主观社会阶层，测量方法同研究 2。 

公正世界信念 接着，我们测量了被试的公正世界信念，即研究 4 的中介变量。我们参

考了 Wu 等（2011）的研究，通过 6 个题项（Cronbach’s α = 0.75）来测量被试的公正世界信

念（例如，“从长远来说，我相信遭受不公正的人将会得到补偿”和“我确信公正总是可以

战胜不公正”），6 个题项均为 6 点 Likert 量表：1 = 完全不同意；6 = 完全同意，6 个题项的

平均得分越高表示被试的公正世界信念越强。 

惩罚成本 调节变量为惩罚成本。在测量了被试的社会阶层和公正世界信念后，我们向

被试展示了一个独裁者博弈，除惩罚成本外博弈范式和研究 3 基本相同。研究 3 通过操纵是

否存在潜在报复将惩罚成本分为高低两个水平，在研究 4 中，我们告知被试他们的惩罚决策

无论在何种条件下都对甲可见，并且有 80%的可能遭到甲（分配者）的报复，报复程度取决

于被试的惩罚行为，共分 5 种情况，具体如下：您每扣减甲 1 代币，除了需要付出 0.25 个

代币的成本外，还有可能遭受到来自甲 0.25/0.5/0.75/1/1.25 个代币的报复，此时您希望扣减

甲多少代币？上述 5 种条件代表了不同的报复成本，即被试每付出 1 代币来惩罚违规者（也

就是扣除违规者 4 代币），就有 80%的可能被违规者扣除 1/2/3/4/5 代币，在展示过程中按随

机顺序出现。对惩罚成本采用了策略方法（strategy method）是因为它可以完整地揭示个体

在不同条件下的反应（Jordan et al., 2016b），从而为分析提供更加丰富的数据。 

利他性惩罚 结果变量为利他性惩罚，即在博弈中被试所希望扣减甲的代币数。 

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收入和教育程度，同研究 2。 

5.3 结果与讨论 

研究 4 中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和相关系数如表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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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研究 4 变量描述性统计与相关系数 

变量 M SD 1 2 3 4 5 6 

1 主观社会阶层 5.70  1.14        

2 公正世界信念 4.73  0.57  0.29**      

3 惩罚-1 24.86  6.91  0.12 0.36***     

4 惩罚-2 19.02  6.69  0.25** 0.36*** 0.79***    

5 惩罚-3 14.22  6.62  0.29*** 0.31*** 0.58*** 0.86***   

6 惩罚-4 11.05  6.69  0.32*** 0.23** 0.42*** 0.76*** 0.92***  

7 惩罚-5 8.20  6.44  0.36*** 0.17 0.36*** 0.69*** 0.85*** 0.93*** 

注：惩罚后的数字表示成本，N = 125，** p < 0.01，*** p < 0.001。 

 

研究 4 共有 125 名被试分别在 5 种不同的成本下，针对相同的违规行为实施了利他性

惩罚，共 625 个数据点，包含个体和成本两个层面。其中惩罚和惩罚成本为成本层面的变量，

公正世界信念、社会阶层和控制变量则为个体层面的变量。为验证图 1 的条件过程模型，我

们以社会阶层为预测变量、惩罚为结果变量、公正世界信念为中介变量以及惩罚成本为调节

变量，借助 Mplus8.3 使用极大似然估计检验了公正世界信念的跨层中介效应和惩罚成本的

跨层调节效应。首先构建零模型以检验惩罚是否在个体层面拥有足够的变异，结果显示惩罚

在个体层面的 ICC 为 0.29，这说明本研究需要使用多层线性模型来分析数据，以控制嵌套

数据的非完全独立性所导致的误差（林琳, 2017）。其次，跨层中介模型的结果显示，中介变

量公正世界信念对利他性惩罚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B = 2.42, SE = 0.76, p = 0.001），且加入

中介变量后社会阶层的预测作用仍然显著（B = 1.05, SE = 0.47, p = 0.026），这表明公正世界

信念在社会阶层与利他性惩罚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假设 3。进一

步检验惩罚成本的跨层调节作用，结果发现，公正世界信念和惩罚成本的交互项显著为负（B 

= −0.90, SE = 0.27, p = 0.001），而社会阶层和惩罚成本的交互项显著为正（B = 0.44, SE = 0.14, 

p = 0.002）。这意味着在社会阶层−利他性惩罚的直接路径中，随着成本的增加直接效应越来

越强；而在社会阶层−公正世界信念−利他性惩罚的间接路径中，成本的上升逐渐减弱了间接

效应。在上述跨层有调节的中介模型中，性别（B = 0.38, SE = 1.14, p = 0.736），年龄（B = 

0.06, SE = 0.11, p = 0.569），收入（B = −0.14, SE = 0.40, p = 0.732）和教育程度（B = 1.32, SE 

= 1.17, p = 0.256）对惩罚的影响均不显著。 

为了更完整地刻画惩罚成本的调节效应，我们参照沈伊默等（2017）的研究，使用 Edward

和 Lambert（2007）的路径分析技术，得到了在惩罚成本不同时（M ± 1SD）社会阶层对利他

性惩罚的直接效应、通过公正世界信念影响利他性惩罚的间接效应和总效应，结果如表 4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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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就直接效应而言，在成本低于均值一个标准差时，直接效应不显著，而在成本等于或大

于均值时，直接效应的置信区间都不包含 0，此时直接效应显著且随成本的上升逐渐增强；

就间接效应而言，在成本等于或小于均值一个标准差时，间接效应显著，但随着成本上升间

接效应越来越小，当成本高于均值一个标准差时，间接效应不显著；而社会阶层影响利他性

惩罚的总效应始终显著，随着惩罚成本的上升，总效应逐渐增强。上述分析结果表明，社会

阶层既能直接影响利他性惩罚，又可以通过公正世界信念来间接地影响利他性惩罚，但这两

种影响都是有条件的：如果惩罚成本非常高，那么阶层对利他性惩罚的间接影响就不显著了，

而如果惩罚成本较低，阶层对利他性惩罚的直接影响就不显著。但从总体上来说，惩罚成本

越高，社会阶层对利他性惩罚的影响就越大。综上所述，分析结果较好地支持了假设 3，并

通过检验条件过程模型进一步细化了对惩罚成本和公正世界信念的分析。 

 

表 4 惩罚成本调节社会阶层对利他性惩罚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 

惩罚成本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B SE B SE B SE 

M − 1SD 0.62 0.52 0.57** 0.20 1.19* 0.51 

M 1.25** 0.48 0.38** 0.15 1.63** 0.47 

M + 1SD 1.88*** 0.52 0.19 0.13 2.07*** 0.52 

注：* p < 0.05，** p < 0.01，*** p < 0.001。 

 

6 总讨论 

 本文基于社会阶层检验了利他性惩罚在人群中的分布、心理机制和影响因素，一方面丰

富了有关社会阶层的文献，将社会科学中两个重要的领域联结了起来；另一方面，本文也拓

展了利他性惩罚的研究，并推进了对以下若干问题的理解。 

6.1 为什么高阶层者的惩罚水平更高？ 

本文最重要的一个发现是社会阶层正向预测利他性惩罚，并且这一结论在四个研究中相

当稳健。本文提供了两种视角来解释这一现象：基于惩罚成本的视角和基于公正世界信念的

视角。我们首先探讨惩罚成本的影响。利他性惩罚是一种代价高昂的行为，所以也有研究者

将其称为高成本惩罚（costly punishment）（Henrich et al., 2006; Rodrigues et al., 2020），这意

味着行动成本必然从外部制约着惩罚行为。先前有大量研究表明成本越高，惩罚水平越低

（陈世平, 薄欣, 2016; 范良聪等, 2013），这一点无论对高阶层者还是低阶层者均成立。不同

的是，高阶层者拥有更多的资源，因此能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为惩罚所付出的代价，换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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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阶层者的成本敏感性更低（Paulsen & John, 2002）。因此，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高

阶层者更有条件做出利他性惩罚。研究 2 和 3 证实了上述观点：一方面，成本从总体上抑制

了高低阶层者的惩罚水平，但随着成本的上升，高阶层者的下降幅度要低于低阶层者，这使

得高阶层者表现出更高的惩罚水平。接着，我们讨论公正世界信念的影响。Hafer 和 Rubel

（2015）指出，人们有内在的需求去维护公正世界信念，因为从长期来看，这有利于提升个

体的主观幸福感和维护社会安定，人们有多种策略去维护公正世界信念，而利他性惩罚正是

其中一种（Strelan et al., 2017）。Hafer 和 Rubel（2015）进一步指出，个体的公正世界信念水

平越高，则越有可能采取措施来捍卫自己的信念。上述结论意味着个体的公正世界信念越高，

则越有可能惩罚违规者。而从社会阶层的角度来看，高阶层者往往拥有更高的公正世界信念

水平（Furnham & Procter, 1989），这意味着高阶层者不仅更有条件做出利他性惩罚，也更有

意愿如此行动。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在本文的四个研究中，高阶层者总是表现

出更高的惩罚倾向。 

6.2 公正世界信念是利他性惩罚的另一种近因机制吗？ 

本文第二个重要发现是公正世界信念可能是社会阶层影响利他性惩罚的一种重要心理

机制，这一发现为我们理解利他性惩罚的近因机制提出了新的思考方向。以往研究者多用愤

怒作为利他性惩罚的近因解释（Fehr & Gächter, 2002; Fischer & Roseman, 2007），顺着这一

方向，我们或许可以提出一种链式中介机制：高社会阶层−高公正世界信念水平−更容易愤怒

−更多利他性惩罚，但目前的证据似乎指向了相反的方向，如 Dalbert（2002）和 Nesbit 等

（2012）均发现，公正世界信念可以缓解人们的愤怒，即公正世界信念和愤怒之间更有可能

存在负向关联，这一方面意味着上述链式中介机制可能并不成立，另一方面也暗示公正世界

信念可能是一种独立于愤怒的心理机制，换言之，不需要愤怒，仅仅为了维护心中的某种信

念就可以驱使人们做出利他性惩罚，即陈思静和杨莎莎（2020）所归纳的利他性惩罚的第一

类动机。如果这一猜测成立，那么本文的发现为理解驱动利他性惩罚的心理机制提供了新的

思路。当然，上述观点仅仅是基于本文发现和现有文献的一种推测，公正世界信念和愤怒在

驱动利他性惩罚的过程中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仍需更多研究。 

6.3 公正世界信念为何只在惩罚成本低时发挥作用？ 

进一步，将公正世界信念和惩罚成本结合起来，本文提出了一个社会阶层影响利他性惩

罚的条件过程模型，从这个模型中我们得到了本文的第三个新发现，即公正世界信念的中介

作用是有边界条件的。具体而言，当惩罚成本较低时，阶层通过公正世界信念来影响利他性

惩罚，但当成本变得非常高，这一中介作用就消失了；相反，阶层对利他性惩罚的直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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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惩罚成本很低的时候并不显著，只有当成本超过了一定的阈值，这一直接效应才会开始起

作用。我们结合现有文献对这一现象提出了如下解释：不同阶层拥有不同的资源（Drentea, 

2000; Oakes & Rossi, 2003），因此当惩罚成本较低时，不同阶层所拥有资源数量的差异并不

会直接影响惩罚行为，因为此时的行动不会消耗太多资源，主要通过人们内心维护公正世界

信念愿望的强弱来影响利他性惩罚；而随着客观成本的升高，内心信念的作用逐渐变弱，当

成本变得很高时，内心的信念已经不足以支撑个体做出惩罚行为，这时影响惩罚的主要是人

们所拥有资源的多少。换言之，当惩罚成本较低的时候，人们惩罚违规者更多的是为了维护

内心中的公义信念，这个时候惩罚行为似乎更多地偏向非策略性考虑这一边；而当惩罚成本

变得很高时，内心信念的驱动作用逐渐消失，影响惩罚与否更多的是人们手中资源的多少以

及随之而来的成本敏感性，这个时候惩罚似乎更偏向基于成本-收益的策略性考虑。 

6.4 主观阶层是否比客观阶层能更好地预测利他性惩罚？ 

 本文共包含四个研究，除了研究 3 使用了较为同质化的大学生被试，在其他三个研究中

均同时考察了客观社会阶层（收入和教育）与主观社会阶层对惩罚的影响。结果可总结如下：

对于客观社会阶层，除了研究 1 中的教育程度对惩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外，其他情况下客

观阶层的这两个指标都不显著；相反，对于主观社会阶层而言，四个研究表现出了稳定的结

果，即主观阶层总是可以有效地预测利他性惩罚。这个发现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

主观阶层和客观阶层具有不同的作用？第二，为什么在不同的研究中客观阶层的作用也有所

不同？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们推测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中国目前仍然处于一个快速变化的阶

段（张跃等, 2020），而正如陈云松和范晓光（2016）指出，在处于快速变化期的社会中，客

观阶层指标的作用会弱化，而主观社会阶层的作用会强化，本文的结果也回应了这一结论：

本研究中基本上所有情况下，主观社会阶层的影响均大大高于客观社会阶层，这可能是由于

中国目前特殊的历史时期造成的。此外，先前也有研究报告过类似的结果，如 Kraus 和 Tan

（2015）的研究中，教育和收入对结果的影响表现出了不一致性，这似乎也在一定程度上说

明客观阶层的影响不够稳定，总体表现不如主观阶层来得稳健（Cohen et al., 2008; Wolff et 

al., 2010）。总的说来，仅仅就利他性惩罚而言，主观阶层看起来确实是比客观阶层更好的预

测指标。对于第二个问题，不一致的结果主要体现在教育这一指标在研究 1 和研究 2、4 中

的差异，我们推测这可能是由于样本的差异所造成。研究 1 使用了 2013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

查数据，而研究 2、4 是通过“见数”收集数据，而能接触到这一在线平台的被试可能本身

就受过更好的教育，因此在教育水平上相对更为同质化，从而削弱了教育对结果变量的影响。 

6.5 不足与未来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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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取得了若干有意义的结果，但本文依然存在不足之处。首先，在研究 3 和 4 中我们

尽管采用了一系列措施来尽可能地模拟报复，但受到研究条件的限制，这种报复最终仍然表

现为金钱形式，即受罚者有可能反过来扣除惩罚者的报酬，而在现实生活中报复更可能表现

为肢体冲突或言语攻击等，但这些形式受到研究伦理的限制很难在实验室环境中实现。未来

研究可考虑如何在遵守研究伦理的情况下在实验室环境中更真实地模拟报复行为，如此可大

大提高研究的生态效度。 

其次，研究 1 使用了 2013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来考察阶层与利他性惩罚之间的关

系，被试主观社会阶层的均值是 4.33 ± 1.67，而研究 2 和研究 4 是通过在线平台收集数据，

被试的阶层均值分别为 5.45 ± 1.24 和 5.70 ± 1.13，不仅阶层明显偏高，且离散程度更低，表

明这两个研究的被试更为同质化。研究 3 没有测量自然状态下被试的主观社会阶层，但考虑

到被试均为大学生，教育程度较高，因此可以合理地推测这些被试的阶层应该同样偏高。这

一方面表明本文的结论具有较高的稳健性，因为在整体阶层偏低和偏高的样本中我们均得出

了相似的结论；但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在后三个研究中得出的结论在推广时仍需谨慎，因为

可能存在代表性不足的问题。 

最后，目前尚无研究直接考察文化因素是如何影响社会阶层-利他性惩罚关系的，但有

一些证据表明文化因素在上述关系中可能发挥了重要作用，如 Ding 等（2022）的最后通牒

博弈实验显示，在美国被试中，主观认为自己更为贫穷的被试更有可能拒绝不公平分配；而

在中国被试中，情况刚好相反。考虑到中国人在主观阶层分布方面和其他国家存在明显差异

（陈云松, 范晓光, 2016），本文的发现是否能推广到其他文化中仍需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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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jective social class positively predicts altruistic punishment in 

economic games and real-life contexts 

CHEN Sijing 1, YANG Shasha 2, WANG Hao 1, WAN Fenghua 1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Zhejia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ngzhou 310023,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China)  

Abstract 

Altruistic punishment means that people privately bear the cost to punish norm violators, 

although the punishment yields no material gain.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altruistic punishment on 

cooperation and norm maintenance are well documented and the possible mechanisms underlying 

these effects have also been widely tested. However, an important issue remains underexplored: 

Does people’s social background influence their altruistic punitive behavior? If yes, how? This 

article uses four studies to tes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ltruistic punishment and social class, the 

psychological mechanisms underlying the relationship, as well as the boundary conditions. 

Study 1 used the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2013) released by the National Survey 

Research Center at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ltruistic 

punishment and social class. We selected two items as the dependent variables of Study 1 (D13: 

employees reporte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t their own cost; D23: employees retaliated against 

their foreign boss who insulted China). After screening the samples, a total of 4921 (for D13) and 

4864 (for D23) valid data were obtained, respectively. Study 2 was a real-life event-based survey 

with 450 participants. In Study 2, we further investig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class and 

altruistic punishment under two forms (direct vs. indirect punishment). Study 3 was a 2 (social class: 

low/high) × 2 (punishment cost: low/high) between-participants design, and the main purpose was 

to demonstrate that punishment cost may play a moderating role in the process of how social class 

affects altruistic punishment.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Study 4 proposed a conditional process 

model with belief in a just world as a mediating variable and punishment cost as a moderator 

variable, hereby providing a relatively complete explanatory framework for the impact of social 

class on altruistic punishment. 

Study 1 showed that after controlling for educational level and annual income, participants’ 

subjective social class could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predict their altruistic punishment. Study 2 

ch
in

aX
iv

:2
02

20
7.

00
04

0v
1



demonstrated that the above results hold in direct punishment, but not in indirect punishment. The 

results of Study 3 showed that when the punishment cost increases, punitive behavior decreases 

overall, but the downward trend is more pronounced for lower-class participants. The results of 

Study 4 further demonstrated that social class affects altruistic punishment indirectly mainly through 

belief in a just world when punishment cost is low, whereas social class directly affects altruistic 

punishment when punishment cost is high. 

To sum up, we have found evidence that high social class (vs. low social class) individuals are 

more willing to engage in altruistic punishment in economic games and real-life contexts, implying 

that in an increasingly stratified modern society, people’s social background should not be ignored 

in the research of altruistic punishment. In addition, the results of this article also prove that on the 

one hand, altruistic punishment is at least partly a non-strategic sanction, because one force that 

drives people to punish is to protect their just belief, and on the other hand cost-benefit based 

considerations are not completely absent in altruistic punishment. 

Keywords altruistic punishment, social class, belief in a just world, punishment c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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